
纪念徐复观 

杜维明 

导读：徐复观先生原名秉常，字佛观，是新儒家著名代表人物，人生经历传奇，

早年戎马沙场，参加国民革命军，身历娘子关战役和武汉保卫战，累功擢升国

民党少将。后拜入熊十力先生门下，熊先生赐名“复观”，取《道德经》“万物并

作，吾以观复”之意，自此开始潜心于儒门，渐渐淡出军政界。杜维明先生早年

在台湾东海大学求学之时，牟宗三先生和徐复观先生是其授业恩师，用杜先生

的话讲“他们为我开启了儒学之门”。因此，本公号将杜先生在中国大陆第一次纪

念徐复观先生的会议上的主题演讲作为 “徐复观系列”的第一篇推文，从中我们可以

更深入地了解徐先生的思想轨迹与学术精神，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杜先生所言“文化中

国”的时代意义。 

徐复观的儒家精神——以“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为例 

文|杜维明 

各位师长，诸位学友： 

我感到很荣幸，能在中国大陆第一次纪念业师徐复观先生的学术会议上，和萧萐父教授

一起，首先表达我们对以体道、求学和论证三途并进来弘扬儒家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见证者

——徐复观先生的崇敬和怀念。能在和他的家乡毗邻的国际著名学府武汉大学研讨他的学术

思想，意义非常深长。 

我在青少年时代（十四五岁时），就首先聆听了徐复观先生的教诲，一晃三十多年。虽

然那段时间不能够朝夕与共，但他在道术上的择善固执，在学业上的艰苦功夫和在政治上的

抗议精神，随时随地都鼓励我、激发我。他的那一支带有深情的笔，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磁

场”，使得我们这些花果飘零的受惠者，能够环绕这个中心而展开各种类型的文化事业。他

所接引的学生后进很多，学术界只是一个侧面，在媒体、企业、政治界、宗教界乃至各种不

同的民间社团，都有徐先生的子弟。 

1977 年，我代表美国人文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 Counsel of Learned Society），

敦请徐先生到太平洋的彼岸参加戴震学术研讨会，他就以宋明身心性命之学，批判了戴东原

《孟子字义疏证》里面突出情和欲的观点。当然他这个观点可以引起很多争议，但是他批评

得非常严厉。 

他为 1982 年国际朱熹学术讨论会（他没有机会参加，那时他已经病了，病得很厉害）

所撰写的论文，就是以程伊川平实的世界反对两重世界。他讲的平实的世界，即儒家在人伦

日常之间体现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特别是他所谓的礼乐教化。他认为这

是一个典范。所以他对儒家的实践理性和沟通理性有非常深刻的体会。这与唐君毅先生、牟

宗三先生是很不同的。 



 

戎马时期的徐复观 

徐先生关怀政治，投身社会，究心人文，凸显礼乐教化；特别是到晚年回归孔子，植根

于《论语》。他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教育—以前我们总是好高骛远，我看了《中庸》以后就要

研究《易传》，看了《易传》以后就要研究形而上学、道德理性（因为我一直跟着牟宗三先

生念书）。 

徐先生问我：“你的《论语》怎么样?”我说：“《论语》差不多背了一部分。”他后

来说：“你大概没有看懂《论语》，或者你根本没有看过《论语》。”这一直对我是一个非

常大的震撼。他讲得很对。 

1980 年我生病动手术，有一个月的时间不能够行动，所以我重新看了“四书”。看了

《论语》以后，发现徐先生讲得很对，几乎没有一个字、一个段落是我真正了解的。《论语》

非常值得重新回味，重新研究。所以对徐先生的回归《论语》这个观点，我有很深刻的感受。 

徐先生对形而上学的纯粹的冥思是比较排拒的，不重视形而上学，甚至反对道德形而上

学。在这一方面，他甚至很恳切地陈词： 

研究中国文化，应在功夫、体验、实践方面下手，但不是要抹煞思辨的意义。思辨必须

以前三者为前提，然后思辨的作用才可以把体验与实践加以反省、贯通、扩充，否则，思辨

只能是空想。 

徐先生重视司马迁《史记·自序》（徐先生花了很大的力量读《史记》，特别把《史记》

和《汉书》作了很多比较，对日本的泷川资言的《〈史记〉汇注考证》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中体究所谓“春秋”大义而说出来的话：“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深切著明”一语，他常常挂在口头上。 

徐先生有一种很深的契悟。他在诠译文王作《易》“其有忧患乎”时（对于文王演《易》，

到底历史上情景怎么样，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考虑的），苦心从中提出了“忧患意识”，认为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取向。中华民族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忧患意识”，这一结

论是他在做这一研究时把中国文化同希腊对自然的探索、期求和希伯来对上帝的虔敬这些民

族文化取向相比较所得到的。这已是现在海内外儒学研究者的共识。 



徐先生有一种很强烈的根源意识。他为自己的墓碑预写了下面几句话： 

这里埋的，是曾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村的儿子——徐复观。 

 

徐先生的泥土气息，常在悲愤不平的真情里显露出来。他的根源意识，是乡土，是语言，

特别是很多在台湾长大的学生听不懂他那非常浓郁的湖北腔，常常是我听懂了之后还要帮他

们做翻译。引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反抗”。 

《一个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反抗》是他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这里我引述其中的一段，可

以反映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 

由 1950 年代开始的在文化上的发言，不是想为自己表现什么，维护什么，而只是一个

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反抗。这是指向任何性质的洋教对中国文化的诬蔑、压迫所提出的反抗，

也是对中国人的心灵、人格及合理的生存权利被诬蔑、压迫所提出的反抗。没有‘中国人’，

当然没有中国文化；没有中国文化，实际上也便没有中国人。两者是不能分割的。中国人、

中国文化，可以与一切人、一切文化和平共处，互相取益。但中国人、中国文化，决不允许

任何洋人洋教来加以诬蔑、压迫。 

在这篇文章后面，他很欣赏洪秀全，但是他不赞成洪秀全用基督教来撞击中国传统文化。

他同时也提到吴稚晖的“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 30 年”、胡适之的全盘西化的观点，他都不

赞成。这也是文化上的一种反抗，因为那时候这些是主流思想。 

但是，徐先生所体现的一个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反抗，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是封闭

的爱国主义，而是一种基于深沉的文化担负、历史使命和学术志业所引发的，既有强烈的群

体性（不是一种个人的情绪），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用他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序中的

一段话说： 

人格尊严的自觉，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起点，也是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起点。一个人，

一旦能自觉到其本身所固有的尊严，则对于其同胞，对于其先民，对于由其先民所积累下来

的文化，当然也会感到同是一种尊严的存在。站在人类共有的人格尊严的地平线上，中西文

化才可以彼此互相正视、互相了解。在互相正视、互相了解中吸收西方文化。这有如一个像



样的民族资本家和外国工商业者作经济来往一般，倒真能做点有规模、有计划的以有易无的

两利生意。我不认为在买办式的精神状态下，甚至是在乞丐式的精神状态下，能有效地吸收

世界文化以发展自己的文化。 

徐先生这种大义凛然、不亢不卑的文化取向，在我们提出“文化中国”的今天有非常深

刻的现实意义。 

现在我就集中谈一谈所谓“文化中国”这个观念以及“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自识（因

为这是最近五六年才谈到的问题），可以作为发展徐先生思想的一个例证。 

“文化中国”这个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基于对当前现象的认识、对历史阶段的分析和

对未来景象的展望这三种不同的理由。 

首先，“文化中国”的提出是针对近年来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情况。这种情况用我现在的

话说，就是中华民族的自觉。这不是一个政体，不是一个党派，而是各个地方的中华民族，

或者说广义的华人的一种自觉。从这个角度看，“文化中国”可以有三个希望能够健康互动

（有时当然也有所冲突）的意义世界。 

“文化中国”的三个意义世界 

第一意义世界是由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所组成的。 

第二个意义世界是由散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人社会所组成的。我们可以说，这些是炎黄子

孙积年累月所创造的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第一个意义世界我们比较熟悉。第二个意义世界差不多也超出三千六百万人。华人在马

来西亚占人口的 28％；在泰国占人口 10％；在印度尼西亚虽然低于 2％，但华人的经济力

量超出印度尼西亚经济的 50％；在菲律宾虽然低于 3％，但华人的经济力量也超出菲律宾

经济的 50％。 

另外，第三个意义世界是把世界上从事研究、报道、传播与中国有关事务的学人、记者、

官员和企业家都包括在内；其中有相当一批人和中国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甚至有些

人现在学习中文还非常困难。其意思也就是说，从文化的立场，不是从政治和经济的立场，

来了解中华民族所共同组成的一个文化世界，它有全球性，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观念而已。 

这个观念的提出，至少反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新阶段，也是一种具有

群体性和批判性的自我意识在华人世界中的涌现。我举一个例子：犹太人散布世界各地，因

为他们有共同的宗教，有共同的关切，常常是沟通的，所以成为一个整体。但是散布在世界

各地的华人社会，从 16、17 世纪开始到最近十几年、二十年前，都是相对独立、被压迫、

被排挤、没有任何沟通可能的社群。这个情况最近十几年、二十年有非常大的改变。 

从这个角度看，就是说，在这种文化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概念和实践，即不是

狭隘的学者，只掌握了某种知识（科技知识或人文科学知识）而已，而是普及社会各阶层，

关切中华民族前途，关切家国天下大事，并且投身扶植大众的文化人，也就是徐复观先生所

谓的读书人或士。这种文化人、读书人、士，我们现在叫知识分子，不仅出自学术界（其实



学术界的相当一部分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愿意扮演这种知识分子的角色），而且也出自工商

界、大众传播以及政界、经济界、宗教界。 

 

具有这种特色的知识分子，不仅是中国传统的士，而且是当代西方的所谓 Intellectual。

Intellectual 这个概念是在俄国沙皇时代才第一次出现。俄国的 Intellectual 这一批人受了法

国大革命的感染，希望俄国现代化，一方面他们反对专制政体，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认同狭隘

的国粹主义。 

古希腊的哲人、犹太教的先知，乃至中世纪的僧侣，都与现代意义下的 Intellectual 没

有太大的瓜葛，没有关系。所以萨特在 1968 年说：如果没有参与感，就不是知识分子。当

时他认为的参与感是一定要信奉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做共产党。他那时候的观点太激烈。但

当时在欧洲，特别在巴黎，比较能够体现知识分子风骨的大半是新左翼，大半是认同马列的，

包括现在大家很欣赏的德里达。很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柯，都是这传统。 

这种中国传统的士和现代西方的知识分子糅合而成的人格形态，在现代“文化中国”闪

耀着光辉，并且体现了世界各地华裔的互通生气。中国的全球化，华人视野逐渐扩展，汉字

的生命力越来越大，华人的媒体从地方主义或区域主义变成全球化，这些现象都值得我们注

意。 



 

1970年，唐君毅、程兆熊、徐复观、牟宗三（左起） 

从“文化”的角度来对“中国”这个概念进行反思，不仅触及到政治上的分合问题、经

济能力的消长问题、社会动力的强弱问题，也导向熊先生、梁先生、徐先生、唐先生、牟先

生他们一直考虑的中国文化何处去、如何再铸中华民族的民族魂这些问题。在变幻无穷的国

际局势下，有这种关切的人何以自处？很明显，至少有一个起码的条件：不能只从现实功利

的层面来设想，必须站在比较宏观的历史文化视野来考虑问题。从这方面考虑，我想用徐先

生所谓的“忧患意识”。 

我们发现“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致力克服两个困境：一个困境是“文化中国”严

格意义下的精神资源非常薄弱。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港澳地区、新

加坡的华人知识分子所赖以生存的专著、学报、杂志、评论、副刊呈现出没落的现象，要么

被商业大潮冲垮了，要么被政治化了。所以，在所谓的“文化中国”没书可读或有书不读这

种现象非常普遍。文、史、哲，这些人文学的灵魂，对个体或群体的人进行反思最直接最贴

切的学问，一再受到忽视，而且陷入每况愈下的滑坡。 

正在大学攻读的知识精英，又多半视文化研究为危途甚至为死巷。所以现在国际上华人

形象虽然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是基本上是企业家和科学技术人才作代表，而哲学家、神学

家、艺术家、思想家、政论家、文学家、戏曲家（电影有些例外，当然这个例外还值得考虑）

等于无缘。 

所谓价值领域稀少，也是“文化中国”所碰到的困境。“政治挂帅”所导致的灾害，不

仅在各地泛滥成灾，而且也影响到世界各地华人的素质。如果我们溯源的话（这是徐先生他

们所特别关切的问题），精神资源的薄弱和价值领域的稀少，事实上是从五四甚至从甲午战



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不能担负民主建国任务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觉得，开发这

个精神资源，拓展它的价值领域，成为“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或者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这是李泽

厚讲的，我们不一定接受这个问题的提法），或者启蒙心态本身的限制，也就是启蒙心态不

足以承担现代化，特别是民主建国的使命，更不能以高屋建瓴的形式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所

以现在我们“补课”（这是萧萐父先生常常提到的）。 

从 19 世纪以后，中国文化通过对 18 世纪启蒙思想的发展，已经被认为吸收了很多的

先进的文明、先进的价值。但西方很多非常尖锐、非常深刻的东西，它的精神内核，我们完

全没有接触到，只是从工具理性来吸收它的浮面现象，所以这“补课”的问题，非常严重。 

所谓开发精神资源的先决条件，是把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处理得比较好。这里有四大问

题：如何继承，如何扬弃，如何引进，如何排拒。这也就是冯契先生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彻

底转化传统和现代相割裂的两伤，张灏最近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说明怎样用传统来格义

现代，怎样用现代来批判传统。以前总是用现代批判传统，没有用传统资源来格义现代，没

有作中西互为体用的创造诠释。 

最近像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新”，也想突破“体”的问题、四个向度的问题，把

它压缩成“面”的问题，甚至压缩成“线”的问题。只有这样，“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才

能“继承五四，而超越五四”（庞朴语），在世界各地方能够发挥“创造性转化”（林毓生

语）。这些工作我觉得是很艰巨的。 

徐先生在定义“传统”（他讲的是一般传统）时，在“传统”的基本性格或构成中，突

出了儒家精神的一些特色。他认为考虑任何传统资源，一共要考虑五个方面。 

一是民族性。民族性绝对不是狭隘的地域主义和本土主义，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封

闭的爱国主义。这种民族性，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在机制，它的健康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都

有全面的造成。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认为用现代科学民主的标准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是

很健康的。五四精英所得出的结论，就是传统文化没有办法开出来、转出来或者变出来很多

西方的价值，包括科学民主。这是我们传统文化比较缺的。 



我们有很多其他的价值，有美学的价值、伦理学的价值、人际关系的价值、政治文化的

智慧，但是严格意义下的西方科学民主正是薄弱环节。当然有民本思想，有李约瑟所讲的那

些科学，但这些不是思想的主流。现在以西方的标准重新格义、批判、评判传统文化，民族

性根本不能讨论。结果，民族性或者国民性成为“丑陋的中国人”的代号。真正的民族精华，

民族所能够体现的人文价值、人文精神，也就是几代儒者所一直讨论的课题，完全被边缘化。 

二是社会性。这个不言而喻。 

三是历史性。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因为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看，有很多有古无今的文化，

也有很多有今无古的文化。巴比伦、苏美尔甚至古希腊，都是有古无今，而有今无古的，像

美国和苏联。又有古又有今的文化不多，有继承性的更少，印度和中国算是特例。但是，印

度的历史很淡，它是一种超越的向往。现在要讲印度历史非常困难，很难找到证据确凿的资

料。 

而中华民族的特色在于，从公元前 9 世纪（共和元年）编年史就没断，现在至少从考古

发掘，可以溯源到新石器时代乃至新石器时代以前。像我的一个在伯克利的同事吉德炜

（David N. Keightley），就认为很多重要的儒家思想，早在商代和西周前，其脉络就相当明

显。 

这种沉积性，这种光辉灿烂的发展，是很了不得的。但是，很多受到西方启蒙心态影响

的人，用启蒙心态的工具理性，用它狭隘的科学民主，对这么复杂的文化做一些简单的割裂，

这是非常可悲的。 

四是实践性。这是徐先生特别突出的。传统是与具体的生活连在一起的。常常有些学者，

甚至是杰出的学者，说儒家是精英主义，跟普罗大众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发展、

历史的现象、社会的结构的一种无知。儒家传统之所以能在这个社会上发生作用，不是依靠

政权势力下面导引的专制意识形态，而是在人伦日用之间，通过母亲的身教，通过不能看书

念书的老百姓的身体力行实现的。对此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譬如说在传统社会，真正能够

体现儒家价值的是母亲；而很多母亲基本上没有文字能力，自己不能著书立说。所以，不要

把著书立说的能力和文化的精致的理解混为一谈。陆象山说“吾虽一个大字不识，也可堂堂

正正做人”，是非常深刻的理解。整个儒家传统跟西方有很大的不同。 

很多学者，包括台湾很多杰出的学者，总是用芝加哥学派学者 Redfield 所讲的“大传

统”“小传统”来了解中国，没有想到中国文化就是大、小传统或者小、大传统之间的一种复杂

的健康互动。尽管其间常常有冲突，但是这种互动是非常明显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世界上

其他地方没有出现像《易经》的现象。对于《易经》，最深刻的哲学家也自叹不如，以至孔

子要“韦编三绝”，但是贩夫走卒在外面摆个地摊就可用《易经》给你算命。可以说，这是一

部大传统、小传统都能“用”、各取所需而且意蕴无穷之书。 

五是秩序性。传统是一种调节个人和群体共同生活的秩序，这在儒家思想里面很明显。

儒家讲个人和群体、人类和社会乃至人性和天道怎样来协调。 



上述五个方面，正是定义当代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五个侧面。当代的知识分子，不仅是

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且世界任何地方的知识分子，要对人类的文化传统进行理解，就要有民

族性、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性和秩序性。 

所以，我认为徐先生的思想在现代新儒学发展的文化视野中，最有光辉的价值之一，就

是为具有儒家特色的知识分子开辟了深厚的意义空间和广阔的公众领域。 

余英时先生在与我辩论时说：儒家是“游魂”。为什么是“游魂”呢？因为儒家是农业

社会的产物，现在农业社会已经变为工业社会了；儒家是家族制度的产物，现在家族制度已

经破坏了，从大家族变成小家族了；儒家是附属在专制政权上、为专制政权服务的。我们了

解到，在汉代，叔孙通之儒、公孙弘之儒和董仲舒之儒有绝大的不同。他们有些是曲学阿世，

那是反对儒家传统的；有些是想以道德理想、文化价值来转化政治，这不能混为一谈。否则，

就把“圣王”和“王圣”混为一谈，那是很糟糕的。 

 

农业社会改变了，专制政体解体了，家族制度变化了，但很多人从人类学、社会学方面

发现了儒家传统在“文化中国”各地还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

西方学者所谓的“心灵的积习”。儒家传统在“心灵的积习”上面还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是，从现象描述上看，它有健康的一面，又有非常不健康的一面。专制政体破坏了，

但是权威主义在各种不同人心里面还会发挥消极的作用；大家族慢慢地变为小家族了，但是

家族那种裙带关系仍然影响很大；农业社会破产了，但是农民的意识——消极的、保守的意

识还是很厉害。这只是一个侧面，它还有健康的因素。 

即使把消极的因素和健康的因素都考虑在内，我们对儒家传统能否在现代进一步发展，

仍只是了解得相当片面。因为儒家所体现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正好是面向 21 世纪，特别是

信息社会，有非常大的生命力和说服力。 



 

儒家传统不仅出自学术界，而且可以存在于媒体，存在于政治，存在于入世的宗教，存

在于民间社会。 

因此，在一个已经充分工业现代化、完全没有农业基础、几乎没有农业耕地可找的弹丸

之地——新加坡，儒家理论却有很积极的意义。这种积极意义，不完全是李光耀先生的所谓

权威主义。在民间也有很多重要的精神力量。 

一个社会有充分的民主，也不排斥儒家传统。如日本是充分的民主，儒家伦理在日本还

起很大的作用。现在韩国也是充分的民主，儒学价值在韩国还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从发生

学讲，儒家思想是从农业社会、家族制度、专制政权这些地方出来的，但是不能因此说儒家

思想只是发生学上的，它的价值永存。正如对于基督教，我们不能因为它是在早期游牧民族

里出现的，就认为它只有在那些牧人中间才能起作用，在现代企业中间不能起作用。因此，

徐先生他们的学术确实是为具有儒学特色的现代的知识分子开拓了深厚的意义空间和广阔

的公众领域。 

 

面对现在“文化中国”的学术界，我们如果进行一种认识、了解、发掘的诠释工作，进

行一种文化的反思，由这种文化的反思希望能够孕育出一些洞识，并且开展它们的价值领域，

我想应该以文化多元主义的背景来了解儒家精神。 



这就是说，儒家精神要进一步发展，不仅应该充分体现儒家传统内部的一些精神资源，

而且应该从其他合理的现代思潮中吸取资源，来丰富儒家传统的、内在的精神，同时消解它

的很多不健康的、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负面的东西，如“三纲”。 

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说“文化中国”包括主要不用中文来传递信息的、由非华裔人士所

组成的意义世界，那么儒家传统不仅在儒教文化圈——在日本、韩国、越南能够有进一步发

展的可能，而且在非儒教的文化圈，包括在北美，也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环顾“文化中国”，徐先生所谓的士、君子、读书人、关切家国天下大事的社会参与者，

这种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价值的人格形态，即使在政治压力和商业大潮的冲击之下，不仅

在学术界，而且在媒体、企业、政府、宗教界和民间社会都还有“一阳来复”的生机。 

1992 年在新加坡召开的世界华商大会，有从 32 个国家、70 多个地区来的 800 位企业

家，讨论文化认同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界的动力有的看来已经没有办法与企业界

的动力相比。现在即使在国内，也常常靠企业来扶持很多文化工作。 

我们看到国内一些突出的报刊、杂志都是企业家在培植。搞大众传播的媒体，当然可以

出一些具有儒家特色的知识分子。甚至我认为，现在台湾很多入世的宗教团体，譬如说佛光

山，也是如此。我到佛光山去听他们讲道，他们所讲的基本上都是儒家伦理，教育人们不是

从现在开始修身养性，将来和这个世界完全割裂，进入彼岸，而是教育人们要有爱心，不仅

要利己，而且要利人；不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仅要把自己的事业搞好，而且要帮助人

家、发展人家的事业；不仅要为你自己的前途着想，也要为中华民族的前途着想。这都是他

们的信息。 

徐先生的思想，从这个角度看，在今天还有坚韧的生命力、雄辩的说服力和光辉的表现

力。 

 （本文是杜维明先生在“徐复观思想与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学术讨论会”上的主题报告，

由孙玉健根据录音整理，题目亦为其所加。载于《徐复观与中国文化》，武汉：湖北人民出

版社，1997 年）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kwXX5MaCXB0zwWccjTrxGw 


